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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史与医疗社会史
共同的内核是生命关怀

———生命史学札记二则

冯尔康
(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350)

摘 要: 王利华教授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著述颇丰。在访谈中，王利华教授阐述了生态环

境史兴起的缘由、首要命题和借鉴意义，并进一步解释生命关怀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精神内核。余新忠教授

在医疗社会史领域卓有建树，产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余新忠教授的访谈从医疗社会史角度解读了新冠肺炎期

间武汉防治的经验教训，认为防疫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需讲求科学方法，敬畏大自然，并从防疫史中

接受经验教训。两位学者的研究与访谈进一步揭示出生态环境史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核心是生命关怀，应积

极关注生命，建设生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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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夙知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权威学者王利华教授有多种专著，如《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徘徊在

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等。王利华接受高森访谈，用《以生命为中心展开历史思

考———王利华教授漫谈中国环境史研究》为题，在《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19 年第 12 期刊出( 后面述

及此文，简称《思考》) 。《思考》由五节构成: 一、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和定位; 二、中国环境史学的精

神内核; 三、中国环境史研究路径的摸索; 四、中国环境史编纂的任务和目标，五、环境史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从《思考》中可知，王利华对生态环境史学是怎样的学科、有何研究价值，学术精神内核是什么，

怎样走进这一领域，如何开展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令读者获得较为全面的生

态环境史学科的知识; 文章题目《以生命为中心展开历史思考》，点明作者在全面论述中突出讲解环境

史研究的精神内核是关注生命，别具匠心地提出生态环境史与医疗社会史共同“强调生命关怀”的创

识，介绍个人从人竹关系研究步入生态环境史的经验。
余新忠教授在我国大陆地区率先开展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成就卓著。有关防治瘟疫的学术著作、

译作颇多，如专著有《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修订版)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等; 译著有与毕会成

合译的《瘟疫与人》( 威廉·麦克尼尔著，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 ，与朴彦、姜滨合译的《鼠疫与近代中

国: 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 饭岛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 主编《近代卫生防疫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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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 50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0 年版) 等。鉴于余新忠是瘟疫史权威专家，《新京报》特约记者曾

梦龙在武汉市新冠肺炎“封城令”宣布数日后对他进行专访，余新忠遂将如何应对疫情较为全面的思考，以

《从明清社会到现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举措能让我们思考什么?》为题表达出来，刊登在《新京报》2020 年

2 月 2 日《书评周刊》上。

阅读王利华、余新忠两位教授的成果，笔者深受启发，以下就生态环境史与医疗社会史的相关议题，

略陈心得。

一、生态环境史与生命关怀

( 一) 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缘由、首要命题与借鉴意义

1． 史学研究的固有内涵和现实需要推动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

欧美学界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学科，王利华给出两

个方面的说明: 一是恢复历史学本应研讨而忽视的内容，二是为拯救生态环境恶化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生态环境史涉及农学、林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海洋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

在当今的学科分类中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似乎与自然科学不搭界。为纠正人们的误解，王利华明确指

出:“史学不是文科，至少不只是文科。”①在他看来，人具有“自然人”( 人是一种生物，具有生物性) 和

“社会人”两种属性，讲人类历史对于这两种属性本应全面关注，故云“人类同自然界打交道的故事，所

以还需要通过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来理解人类历史。永远不能忘记: 人首先是一种生物，是鲜活的

生命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鬼怪……( 人) 必须具备一定自然条件才能完成生命过程，不能逃脱自然

规律最终支配，因为人是自然界一部分”。可是过往史学研究却令“自然人”缺位，王利华不无遗憾地

说:“人类自己的历史也包括两个不能彼此割裂的部分: ‘社会人’的历史和‘自然人’的历史，但历史学

一向重视前者，忽视后者。”所以他特意说明:“人的生物属性、生理需求及其与自然界的关系变化，是历

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使得对它研究的迫切性摆在人类面前。王利华概括地写道:“环境史是因应

当今社会对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关切而迅速兴起的一种新史学。”具体地说: “进入 20 世纪以后，环境

生态问题在西方世界快速显现，一系列灾难事件终于引发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环境史学在 70 年

代的美国诞生正与之密切相关。最近四五十年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历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日益凸显出重要性，环境史学因而迅速发展。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稍晚，大抵始于世纪之交。”笔者要

补充一点，台湾地区学者的相关研究比大陆地区略早，如刘翠蓉对环境史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有

成绩，她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香港举办中国环境史学术研讨会，出版《积渐

所至》论文集。
2． 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首要命题

生态环境史这门学问的研讨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人类生命产生、维持与变化都同自然界联系在一起，王利华在《迷魅与祛魅: 〈自然〉〈科学〉上的中

古史》一文中讲人与地球两者不可分离的关系: 人是地球生命演化的产物，生存与发展必须依托于一定

的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条件; 人类历史从来不完全由人类独自决定，众多自然因素亦参与其中，不同时空

尺度下的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种群延续、经济活动、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无容置疑具有重

大影响，若不承认并且探明相关事实，就不可能获得周备圆融的历史认识。基于这种认知，他在《思考》

一文中言简意赅地写道:“只要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彼此互相制约，关注人的自然性和人与自

然关系的历史变化，就是历史研究的‘题中之义’。而这正是环境史学的主要命题。”鉴于人与自然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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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利华:《以生命为中心展开历史思考———王利华教授漫谈中国环境史研究》，《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19 年第 12 期。文中

所引王利华教授观点均出自此文，后文不再一一加注。



制约的共存关系，他强调生态环境史主要研究两者关系的变化，明了生态危机的来龙去脉，理性地认识

生态环境危机，从而寻觅对策。
《思考》特别阐释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特色，指出随着经济腾飞，中国水、土、空气污染诸多环境

生态问题迅速积聚，所以不能置身事外的史学家要“系统考察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中国文明绵

延发展的自然根基，查找生态危机的来龙去脉”。就此而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既

往经验理解过去的生命历程和‘生生之道’”。那么“中华民族不断繁衍生息的‘生生之道’是什么? 中

国文明绵延发展的自然根基是什么? 曾经遭遇过哪些挑战?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对待自然环境方面

曾经犯过哪些错误? 对当今和未来有何启示? 把它们梳理清楚，为当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重要借鉴”。
3． 借鉴意义

主要命题如此，具体到中国生态环境史研讨旨趣与现实关系，《思考》认为:“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

义在于: 它是透过时间纵深来认识现实问题，帮助人们历史理性地认识生态环境危机。环境问题如同其

他重大问题一样，只有放置于长期历史进程和情境之中进行考察才能得到合理解说。”讲明生态环境史

研究的价值是: 从对生态环境的历史与现实梳理中，提高对生态环境危机严重性的认知，治理对策科学

性的寻觅，提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 二) 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精神内核是“生命关怀”
环境史研讨该从何处着眼? 有无研究主线? 最应关注什么内容? 王利华有着总体思考，其结论是:

“我提出了一些设想，包括所谓‘生命中心论’‘生命共同体论’，等等，建议以人类生存发展作为叙事主

线，基于生命关怀对环境史问题进行利弊、好坏、善恶判断，评估各种人类行为是否有益于满足正当的生

命需求，是否有益于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种群延续? 是否能够维持大自然的生机、保卫人类赖以寄生

的家园? 从学理上说，为始终抓住‘生命’这个核心不放。”
对“抓住‘生命’这个核心不放”中的“生命”，王利华进一步明确为“生命关怀”: “我确实在不同场

合和文章中反复强调环境史学应以‘生命关怀’作为精神内核，‘以生命为中心’开展历史思考。”事情需

要“反复强调”，应该是人们对此不甚了解，希望引起同行以及外界人士共同提高认识，争取在共识基础

上，令生态环境史研究能够长足发展。
提出“生命关怀”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精神内核的原因何在? 《思考》着重回答这个核心问题，要点

有三:

其一，生态环境史探究的不是单纯自然史，而是人与自然关系史。“我们要想研究的环境史，不是

环境的历史( 单纯的自然史) ，而是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思考》如此写来，以破除人们的误

解———以为环境史仅仅是研讨大自然本身的历史。
其二，环境史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以生命为主题。王利华认定环境史研究的主题词是“生命”，进而

详细解说“生命关怀”是环境史研究主旨的道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是生命，这也是环境史研究必须

聚焦的最本质问题，所以我主张要以生命为中心进行历史思考。只有围绕‘生命’这个核心，把‘生命’
作为第一主题词，才能抓住古今人与自然关系主线，合乎逻辑和有序地展开历史叙事和问题解说。人类

生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和延续与大自然中的无数事物和因素紧密联系，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的

生命线。人与自然关系极其广泛而且复杂，在不同时空和社会群体之中表现出错综交织、彼此矛盾的历

史样态，但最核心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两大系统之间复杂多样和变动不居的生命联系。个人认为这是

一般历史学者比较忽视的地方，也是环境史研究不同于历史地理、农业史、气候史、灾害史等相邻研究领

域的思想焦点。”在这大段引文中笔者注意到四点，第一，环境史将“生命”作为研究的主题词，这门学问

是关于“生命”的，是为生命而存在的; 第二，“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的生命线”，环境史是讲人与

自然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作用的关系。人对自然的索取，应是“有益于满足正当的生命需求”，而不是非

分的奢华滥取; 第三，理清这种关系，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人的生命安全; 第四，环境史以此不同于历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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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候史、灾害史等相邻学科。
其三，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决定环境史研究的根本目标是为人的生命安全。王利华深刻指出生态

环境危机的严重性，需要生态环境史研究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将中心放在生命关怀方

面，他说:“环境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要害在哪里? 我想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地球资源有限，最近

几个世纪以来，过度开发、利用导致自然资源迅速耗减和再生能力持续下降，而人类数量迅速增长，从百

余年前的十多亿猛增到现在的 70 多亿，物质欲望日益膨胀，都想过越来越好的日子，但地球生物圈已经

无法支撑人类按现有方式长期生存下去了; 二是人类生产生活造成废弃物质巨量增大，远远超过大自然

的降解、净化能力，导致烟霾蔽日、垃圾如山、江河湖海变成臭沟污池，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日益造成

巨大危害。总之，人类正在迅速瓦解数十亿年缓慢演化所形成的适合人类存活的地球生态系统，破坏了

人类作为一种生命形式赖以存活的诸多必要条件，资源日趋贫乏，环境不断恶化，人类快要没法活了，身

体性命越来越不安全。这就是本质和要害。”他指明生态危机的本质和要害，“人类快要没法活了”，这

也是他向只顾自身享受而贪婪向自然索取的人类发出的警告。

二、医疗社会史与生命关怀

笔者将余新忠教授在专访中的观点归纳为四点:

其一，应对疫情，政府需要民间组织、民间力量发挥积极作用。余新忠说: “现在国家力量很强大，

但是再强大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精密考虑到，它一定有局限，就像民间力量有局限一样，需

要有民间力量来弥补。”①他的这种见解是从明清时期防疫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故云: “我觉得明清时

期以合作和相互补充的模式来运作比较合理。国家应该更好地制定规则、组织和协调，保证重点领域的

资金物质。但在具体事情上，我觉得应该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如何让民间组织更好地发挥主动

性和作用? 一方面需要国家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民间组织的组织力、配套性和日常建设。……我们今

天地方民间组织在培育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他对于防疫中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不厌其详地反复说:

政府管理“应该建立在能够让民间社会发挥灵活性的制度规定上。在制度许可范围内，让民间力量发

挥作用”。

其二，防疫工作讲求科学、效率，国家增加投入，但不应过度防疫。余新忠评论说: “我们在防疫的

过程中有太多不是跟防疫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举措，这是一再上演的重要情形。从晚清一直到现在，我

们在防疫过程中专业性还是太不够，总不能从一种很专业和科学角度对待瘟疫本身。”如果为防疫而导

致的危害更大，为何防疫? 限行与否要有科学判断。

其三，人类需要敬畏大自然。余新忠说:“我们应对自然的能力，不要太自信，还是需要更多敬畏。”

须知“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传染病与人共存的历史”。关于人类与病菌、大自然三者间的关系，

余新忠在这次访谈中说得不多，但是在其他文章、访谈中多所论及。

其四，变灾难为财富，从防疫史中接受经验教训和尊重民众利益。作为史学家，余新忠不是简单地

就事论事，而是能够从疫情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说: “希望我们整个国家能够从这样一个事件中得到一

些经验教训，不要总是重蹈历史的覆辙……一定要把灾难变成一种财富，这样灾难才有意义。这就需要

我们思考这次疫病让我们感受到的问题。”他从现代国家治理的标准说明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是国家尊重民众与民众需要提高卫生防疫素养。

笔者认为余新忠依据对中国和世界瘟疫史的真切认知，比较全面地提出防治新冠的基本原则与相

应的方法措施，以及需要注意的防范事项，若能善于采纳，对防疫过程中处置有益，对事后总结历史经验

教训多有参考价值，是难得的真知卓识，真希望他的话语多有社会各阶层的知音———事实上是民间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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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新忠:《从明清社会到现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举措能让我们思考什么?》，《新京报》2020 年 2 月 2 日《书评周刊》。后文涉及余

新忠教授观点，如无明确其他引注，均出自此文，不再一一加注。



颇有一些。那么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在哪里? 我想到的是:

第一，立足历史经验的先见之明，有着高度的实用价值。

审慎对待历史经验，梳理和总结的话题，余新忠于《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中写道:

“……( 研究者) 当首先进入历史情境，以尽可能谦恭和‘无我’的心态去呈现和理解，然后再以‘后见之

明’去回首观望和审视近代中国这段卫生现代化的历程时，内心恐怕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从晚清到当

下，这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幕幕过去未曾在意的景象，不正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上演吗?”①可知他是以忧

国忧民的沉重心情来总结历史经验的，结论值得人们深思，避免以后再次应对瘟疫重复出现不应有的弊

病。他提出区别疫情程度，不采取或采用不同程度的隔离措施的见解，在当今防治疫情中实现了。防疫

之初，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全国进入封闭式的状态。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出现疫情，政府

采取两种处理办法，严重地区封闭隔离，其他地区照常上班，工厂持续开工，这种依据实际情形的处置措

施，改变了不惜成本，令经济、就业、工作、教学、日常生活都让路的一刀切的做法，就符合科学原则了。

同样，2021 年 2 月上旬上海发现疫情，仅封闭涉疫小区，即迅速控制住了疫情。

第二，防疫中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尊重个人权利和民众知情权，已是有识之士的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所有民间物资捐赠必须通过武汉红十字会统一调配。余新忠指出这种做

法不当:“武汉红十字会统一调配的做法有点过于用行政手段来管理民间组织……( 这样) 很难让民间

组织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民间组织的作用，就是它有灵活性、弹性，做事的时候船小好调头，感觉到这儿

有问题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比较快地应急处理。如果你把民间组织全统起来，

那它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他既说明发挥民间组织的必要性，也即重要性，同时说明政府需要指导

它发挥应有作用，切忌妨碍它的作用的发挥，像武汉红十字会将私人捐给私人的救灾物资充作公用物

品，引起舆论哗然，后来武汉红十字会改变了做法，这显现出包括余新忠在内的建言发生了实际效果。

湖北省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 2 月 2 日决定，征用酒店、招待所、闲置厂房，作为隔离场所。武汉市规

定普通肺炎患者，只要发烧，必须集中隔离。对这两项规定，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教授撰文《三问疫情

隔离: 场所? 对象? 方式?》②非议防治中隔离非新冠肺炎患者、征用私人财产的措施，他说: 普通肺炎患

者既然不是新冠确诊和疑似病人，不能扩大为隔离对象，以保障人身自由; 征用私人酒店作病房，事后国

家难于合理补偿，须知人们不会愿意再投宿那样的住所，令其难以正常营业。车浩更从法律角度指出:

“抗击新冠肺炎，的确应当万众一心，但能不能为了防治效果和整体利益，超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红线

……这里的法律问题，不应当被漠视。”车浩的“三问”，实质上提醒地方政府，不能仅仅计议眼前效果，

忽视“社会基本价值”观。武汉市“封城”中的隔离普通肺炎病人和征用私人酒店，受到车浩的批评。关心

国家法制建设和关注公民权利的法学家、史学家都在呼吁保障防疫中公民的权利。余新忠在接受《新

京报》访谈不久，发表《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特别指出“畅达而有效的信息传递对于瘟疫

的防治至关重要”，否则“瘟疫既是天灾，也是人祸”。③

第三，人类必须敬畏大自然，牢固树立与细菌共处的意识，努力创造人类与“微寄生”相处的最佳方

式，即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对此，余新忠的见解是:

其一，“人类应该抑制无处不在的自以为是”。“大家都觉得我们身处现代社会，我们有非常发达的

科技，非常先进的医学，同时也有花重金打造的公共卫生机制”。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20 世纪中期人

类发明了各种抗生素，人工免疫普遍化，1980 年消灭天花，人类在病毒面前登上了自信心爆棚的巅峰。

其实人类的认知还是有限的，如一些防疫成功，原因说不清: 清末东北鼠疫“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最终

导致瘟疫平息? 其实说不好。就像 SAＲS 一样，我们采取严厉防控举措，但是最终突然就没了，可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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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 326 页。
车浩:《三问疫情隔离: 场所? 对象? 方式?》，《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众号 2020 年 2 月 5 日。
余新忠:《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第 2 期。



天气有关，东北鼠疫那次也跟这个有点类似。今天虽然科学高度发达，但人类对于自然界现象也不是完

全能够弄得清楚，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讲更是如此”。因此对于病毒，与其说是战胜它，不如说是和平相

处，让病毒更少危害人类。
其二，人类需要着力寻求与“微寄生”共存共处方式，同时克服人类是自然界中心的意识。余新忠

借助包括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在内的病菌史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知识，认为微生物与宿主( 人类)

始终是一种共生共存关系。“微寄生”，即致病微生物，是生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会同人类共存，人类

与之相处的最佳方式是努力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消灭病毒。他特意指出，共存

共处的观念必须牢牢树立，不要妄想消灭它———“人类在寄生物面前的脆弱性不会改变，在人类出现之

前就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与人类一直同在。”既然是共存共处关系，用“征服”话语来形容与瘟疫之间的斗

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并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然后真正学会跟自然和谐相处”。
需要克服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意识，别把自然界当作征服对象，新冠提醒人类: 不要自以为是，自然的力

量依然强大。
其三，面对死亡率不是非常高的新冠肺炎，“人类还是会一团混乱”，值得思考的是:“在人性、道德、

文化价值等方面人类是否已经真正做好全球化的准备。”归结余新忠接受访谈的的主旨，防疫需要依靠

民众，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作用而不是有所控制: 防疫讲求科学方法，它是专业工作，要放在国家工作中重

要地位，真正发挥专业机构的作用; 防疫是为了民众健康与生存，从而使国家更强大，而不是相反。总结

经验教训，核心内容是在疫情中珍视公民生命及财产权。
最后，让我们重提余新忠反复说的两段话: “如果把社会力量存在的空间压缩得非常小，就会让社

会发展缺乏弹性和灵活性。”“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实际也是国家权力的扩展与深化，虽然意义重

大，但需充分重视其权限。”他一再强调国家对防疫的科学管理，提醒尊重公民的生命财产，为国为民，

谆谆赤子之心毕现，是值得令人尊敬的生命史专家。

结 语

王利华在《思考》中写道: “我曾经长期研习农业史，写过饮食史著作，是关于历史上人们如何‘活

命’问题的研究。余新忠教授是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权威学者，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护生’。两者看

起来并非同一领域，研究旨趣和理论基础颇不相同，但我们都强调生命关怀，都在有意识地将历史思考

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推向生命层次，试图构建一种‘生命史学’。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基于我对生态

危机本质和环境问题要害的认识。”
王利华学术视野开阔，不仅致力于生态环境史研究，同时留意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同事余新忠教授

致力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发现两者从事的学科有着共同的学术旨趣———“都在有意识地将历史思考从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推向生命层次”，都在关怀生命，都希望建设前所未有的“生命史学”。笔者以为

这是王利华发出的倡议: 不同学科在共同“关怀生命”目标基础上，携手为建设生命史学作出努力，共建

生命史学!

余新忠是医疗社会史权威学者，他在我国大陆率先提出“生命史学”概念和研究方向，他在《生命史

学: 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一文中论述了生命史学研究的主旨与内涵: “‘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

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接着具体阐释了三点见解: 第一，“关注生命，引入生命

意识”，这是历史是由生命书写的本质所决定的; 第二，虽然生命史学探究的范畴不局限于医疗史，“但

直接关注健康并聚焦于健康的医疗史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内容”; 第三，鉴于“生命是丰富多彩

的、能动的”，“而能动的生命不仅让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和多样性”，所以需要“更多地关注( 生命) 文化的

意义与影响，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思潮的理念和方法”。① 他是从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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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新忠:《生命史学: 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 年 6 月 3 日。



关注生命和建设生命史学的见解的。
作为史学从业者的笔者为王利华、余新忠高瞻远瞩的学术见解额手称庆，期冀生态环境史、医疗社

会史从不同的研究领域为建设生命史学作出贡献，更联手谋求共建生命史学的学理、研治方法和学术

功能。

Life Care as the Common Cor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istory
and Medical Social History
—Two Topics of Life History

FENG Erkang
( History College and Ｒesearch Center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Lihua is a prolific and influential scholar who studies the histor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In this interview，Professor Wang explains the reason for the rise of the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history，its primary proposition and referential value，and further explains that life care is the spiritual
cor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istory research． Professor Yu Xinzhong is fruitful in terms of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social history． He interpret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COVID－19 prevention and treat-
ment in Wuh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social history． He thinks that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 epidemic prevention，respect nature，emphasize scientific methods，and learn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of the two scholars further reveal
that the core of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istory and medical social history is life care． We should
care for life and construct the study on life history．

Key words: Wang Lihu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istory; Yu Xinzhong; medical social history; life
care; lif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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